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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宁夏红寺堡区红川村这一案例,系统分析了在产业基础薄

弱、农民增收困难、市场发育不足的环境下,依托“政府规划引导、项目带动整

合、企业运营赋能、农民参与受益”的协同机制,探索出一条具有西部特色的农

村产业融合与就地发展路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关

键性的桥梁与催化作用,通过科学识别本地资源禀赋、科学确立和培育主导产

业、统筹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精准引进市场主体,并构建了政府、市场主体与

村集体三方权责清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制度化协同机制,实现了“村集体

增收、群众就业与产业可持续发展”三者间的良性循环。在城乡互动下农业转

型的经典理论视野下,红川村这一实践形成了“政企农协同模式”,实现了外生

引导与内生激活的有机结合,使产业在纵向链条与空间两个方面实现融合。
“政企农协同模式”还表现出“产业统筹型经营”治理特征,为理解政府角色、市

场嵌入与乡村内生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实证依据,对同类地区依托制度

优势推动乡村振兴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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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农业发展究竟是一个国家整体经济转型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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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还是一个可以被绕过的过程(Tsakok
 

and
 

Gardner,2007)。这一问题包含

两个极端观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两种观点都不符合现实和发展的要求。

在解释经济增长加速时,最引人注意的因素是技术和大规模投资。欠发达的农

村地区,无法吸引资本及相应的技术。进而,用什么样的理论解释中国经济①?

这种解释包含着对于农村经济增长背后逻辑和机制的解析。在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的历史进程中,如何通过政府规划与项目制开启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增长新

引擎?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协调,才能合理配置资源? 宁夏红川村作为西部

欠发达地区的典型案例,在当地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为回答这一理论

问题提供了一种增长模式和实践路径。

红川村,位于中国西部省份宁夏中部地带,隶属于吴忠市,在银川市之南,

距离两地分别为100千米、160千米。红川村地处黄土丘陵沟壑地貌区,但村内

地势平坦,海拔在1600米以下,村庄位于罗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西麓,气候干

旱,光照强,水资源短缺,地表水贫乏。红川村距离主要交通要道远,远离中心

大城市。人均耕地数量为1~2亩,土壤无污染,其中,100%的土地属于旱地改

水地(现在全为高效节水灌溉)。红川村发展历史不长,发展基础薄弱,产业的

内生驱动力不足。红川村在气候、土壤资源方面的先天性优势并非独有,且劣

势也十分明显。

红川村是宁夏红寺堡区“十二五”生态移民村,安置来自宁夏原州区、同心

县的移民。近十年来,通过地方政府的产业振兴行动,红川村2020年农民人均

纯收入9396元,是2014年搬迁之初的四倍,2021—202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分

别为11100元、13340元、16000元、16800元、17600元,年均增长率为12.46%。

这种收入增长速度放眼整个宁夏都是不多见的。红川村先后实施了多个产业项

目,建设扶贫车间②,并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中调整产业结构,最终实现设施农业

与项目、扶贫车间的有效结合,围绕主导产业招商,让产业项目匹配主导产业。

放眼西部地区,像红川村这样的行政村还有不少。红川村的地理位置、资
源禀赋、产业基础似乎都不足以产生这样的收入增长势头。如果仅仅依靠市场

的自发带动和农民的自主探索,为何红川村能获得比其他村经济增长更快的相

对优势? 政府与企业达成了什么样的合作形式? 这种合作形式对农民收入增

长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需要进一步研究欠发达国

家如何发展,如何利用好“发展的要素”(樊纲,2019)。以往的研究更多从宏观

层面讨论如何发挥比较优势。而对一个行政村来说,如何识别并发挥自身的比

①

②

参见孟捷:《用什么样的理论解释中国经济》,CPEER公众号,2020年7月12日,https://mp.
weixin.qq.com/s/CqlT_FDOXN2mVsOdBpCR0w。

截至2024年6月,宁夏就业扶贫车间达到412家,分布在22个县(区)的305个村(园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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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优势,则是一大现实挑战。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这些行政村的比较优势

应如何被激发出来,从而成为驱动农村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
 

一、
 

研究方法及数据

作为一篇现象驱动型的探索性案例研究,本文的研究缘由主要有两点。一

是源于作者2021年在红川村的驻村工作经历,持续关注当地产业发展情况,并
对红川村的所有脱贫户、种养殖大户进行走访,了解其收入来源、家庭情况。此

外,作者还与当地的村干部、村民代表、乡干部、区干部、企业负责人进行座谈,
了解红川村自2014年以来的发展历程和具体产业发展实践。换言之,本文研

究数据是通过调查研究和参与式观察所得。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揭示红川村

发展中制度设计的关键。二是在当前项目进村的广泛实践中,农村经济增长取

得了一些成功,但也遭遇了一些失败。红川村的案例能为那些具有相似资源禀

赋结构的其他西部脱贫地区提供有益的借鉴。红川村作为宁夏百万移民工程

中一个浓缩了共性的典型样本,是一个在极端困境下依靠系统性制度创新和内

生动力实现逆袭的案例。红川村面临着极严峻的资源匮乏和产业基础薄弱问

题,村民来自宁夏南部山区18个乡镇、140多个行政村,迁入时年人均纯收入不

足2300元,在红寺堡区垫底,属于负重前行的典型。经过多年发展,红川村成

功践行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村集体经济收入从8.92万

元跃升至约210万元,增长约23倍,成为从“搬得出”到“稳得住、能致富”的典

型缩影,是宁夏移民村产业发展的典型写照。
本文采用探索性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记录了案例整个演化过程的特征,

这些特征是最主要的,也是比较明显的。案例调研时间始于2021年10月至12
月,后在2024年11月和2026年5月进行追踪调研。案例研究把时间性引入之

后,阶段间的变化有一个作用机理(王凤彬和张雪,2022)。本文对红川村产业

调整、发展的过程、劳动力收入、产业与项目结合等实践进行详细分析,阐述了

该过程中政府的行为和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以及产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各

种因素如何有效结合。在描述案例的过程中,本文挖掘案例演化的前因、后果、
内外部的驱动力等过程机制,以及当地政府决策的主要考虑和实施效果,将政

治与经济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过程展现出来,通过关键证据链对复

杂现象进行思考,提炼出“政企农协同模式”中包含的关键要素与内在逻辑。

二、
 

案例点及其理论对话

将中国农村实践案例置于经典理论框架中展开对话,不难发现,经典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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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描摹的理想图景,与中国农村现实并不完全契合。为此,从对西部地区农村

经济发展现实的观察中获得问题意识,在现实与理论的对话中寻找答案,最终

从这些现实案例的追踪过程中挖掘出“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这是本文作为

“案例导向的研究”的任务。作为以建构理论为目标的个案研究,本文梳理红川

村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总结红川村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分析红川村案例

蕴含的理论意义。

既有研究普遍认为,市场(资本)、国家和农户是驱动中国农业转型的核心

力量(梁伟,2022)。经典理论研究城乡二元结构,各有侧重。如果按照价值再

造的源泉和推动农业转型的力量来划分,即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后创造的价

值、城乡融合互动发展的价值、农村就地发展的价值,经典理论研究进路归纳起

来主要有三种传统,分别是刘易斯 托达罗传统、芒福德 塞西莉亚传统、库兹涅

茨 黄宗智传统。这三种传统的分类,也体现了经典理论核心观点的前后继承

性、对城乡二元结构领域研究的侧重点、内生发展与外生主导的关系。

(一)
 

刘易斯 托达罗传统

刘易斯的理论表明,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可以积累资本,可以让农村剩余劳

动力得到转移,诱发产业结构的演变,提高城市化水平,让经济由二元变成一元

(Lewis,1954)。20世纪60年代,费景汉和拉尼斯构建了拉尼斯 费二元经济结

构模型。与刘易斯一样,该模型认为,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可以吸纳农业剩余

劳动力。与刘易斯模型不同,拉尼斯和费景汉分析了两个过程:农业劳动力流

向工业部门的过程,以及农业劳动力流出引起农业部门的变化的过程。若工业

部门要吸引这些劳动力离开农业部门,就需要按其边际产出支付劳动报酬。拉

尼斯 费模型表明工资水平由市场力量决定,农业劳动力变为竞争市场的商品

(Fei
 

and
 

Ranis,
 

1964,
 

p.324)。之后,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提出了托达罗

模型,这个劳动力转移模型建立在不充分就业假定上。农业劳动力不断地从农

村流向城市,其原因有二:一是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二是城市的不充分就业情

况,即存在失业率。当城市失业率升高时,即便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大,农村劳动

力也不会轻易作出迁移到城市的决定(Todaro,1981)。

刘易斯 托达罗传统演示了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现代化蕴含于二元

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进程中。这一传统的核心是市场和资本驱动下的结构

转型,过多强调农村发展转型的外生主导,即该研究传统忽视了农业农村部门

的价值,将经济增长的区域狭隘化地界定为城市而非农村,传统农业部门是被

改造的对象,乡村只是要素供给地,没有发展主体性。

该传统无法解决中国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就地务工的难题,对红川村大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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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包括45~55岁的中年人和少数60岁左右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如何就

地解决就业、劳动力就地市场化的问题并没有给出答案。随着红川村设施农业

的发展,大量剩余劳动力有了新的出路———留在本村务工。剩余劳动力并不是

单向地由农村到城市,农业部门不再是工业化国家的消极部门,而是变成生产

加工场所,承担着重要的社会经济责任。对于那些具有投资价值、具有资源禀

赋的农业乡,政府通过投资产业基础设施和具有生产性的基础设施(生产、加工

流通、产业服务支撑),来实现就地就业(如扶贫车间)。扶贫车间既是中国西部

地区乡村场域中涌现的典型政治经济现象,也是红川村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

事件。

(二)
 

芒福德 塞西莉亚传统

1961年美国城市学家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中指出:

“城与乡,不能分开;城与乡,是同等重要的;城与乡,应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Mumford
 

et
 

al.,2005)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问题,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成为其研究共识。加拿大学者麦基提出了亚洲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模式———

Desakota模式。1985年麦基提出一种新型空间结构,在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

和地区,如泰国、印度、中国的经济核心区域出现了一种与西方的都市区相似但

发展背景完全不同的结构,1987年他提出了Kotadesa概念。在随后发表的文

章中,麦基采用Desakota表示已实现了经济形态转型的原乡村地区。麦基认

为,Desakota这种以区域为基础的城市化现象,其特征是“高强度、高频率的城

乡间的相互作用,混合的农业和非农业活动,淡化了城乡差别”(McGee,1991)。

Desakota理论具有普遍性但有待完善。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即

Desakota区域)发展是亚洲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乡村“非农

化”成为主要动力。塞西莉亚·塔科里(Tacoli,1998a,1998b,2004)回顾了近年

来“城乡相互作用”的研究,提出了“城乡连续统(the
 

rural-urban
 

continuum)”

的概念,认为“生计”基础是城乡的主要区别,并认为国家仅需改善城乡间基础

设施(Tacoli,1998b)。在之后的研究中,塞西莉亚指出农业增长必须联动城市

市场与资本(Tacoli,2004)。肯尼斯·林奇在发展理论背景下,详细讨论了发展

中国家城乡相互作用的研究进展(Lynch,2005)。

芒福德 塞西莉亚传统探讨了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可能的具体形式,

看到了城市和农村互动的价值(如城乡融合),该传统强调通过国家的规划与投

资来重塑城乡关系,将现代性和总体性问题的解决更加聚焦化,是对刘易斯 托

达罗传统的批判性继承和发扬。该传统站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理论描

绘的图景更聚焦实际问题。然而,该传统将农村内生发展与城市的外生推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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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个独立主体,未形成耦合统一的机制。

若将红川村放在芒福德 塞西莉亚传统下讨论,发现红川村面临的问题更

加复杂:剩余劳动力收入增长、人口转移和就地吸纳(家庭结构)、产业可持续发

展等发展任务,以及城乡规划中的产业规划是上述理论未探索的空白之处。在

红川村,农村劳动力留在本地,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任务,村庄经济发展动力

在于农业产业化,城乡互动的背景是“农业产业融合化”而不是“非农化”。地方

政府通过城乡规划协调,尤其是农村产业规划如何利用城乡互动的趋势,将农

村的发展与城市的辐射和支持结合起来,从而做到农村的发展不脱离城市、匹
配城市发展所需,链接城乡之间的“流”。

(三)
 

库兹涅茨 黄宗智传统

西蒙·库兹涅茨在《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书中,提出了农业部门对经

济增长和发展所具有的几种“贡献”,即产品贡献(包括粮食和原料)、要素贡献

(包括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和市场贡献,以及国内农业通过出口农产品而获

得收入的贡献(Kuznets,1963)。在之后的研究中,库兹涅茨认为,劳动力从农

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的过程,可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生产率水平(库兹涅

茨,1985)。黄宗智指出了农村内生发展的困境所在:一方面应维护农户家庭的

经营核心地位,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农户联合而形成的合作组织,来负责单个小

农无力承担的农产品加工和销售,把农产品产业链中的大部分利润归于农户①。
这一传统看到了农村内生发展先天不足这一现实,如生产效率低下和小农

理性行为局限等,也指出了发展农业的价值。然而,黄宗智的观点忽略了国家在

乡村的介入,只强调了外来资本对农村经济的不利影响,高估了农户联合对于市

场动态信息的把握能力和市场范围的拓展能力。在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不仅动员

村庄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还动员村民流转土地,更为关键的是已经代替农户联合

在农产品加工上的投资支出。中国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要解决青

壮年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问题,还有中年甚至老年这些剩余劳动力的收入问题。

看似悖论的事实是,红川村的这场农村经济发展巨变恰恰不是由农户联合起来主

导,而是政府引导和组织以小农为主体的合作社,同时借助招商引资引进农业企

业的力量,将农村变成设施农业发展之地、解决低收入农民群体收入困境之地。

(四)
 

农村产业发展研究

前述理论为不同城乡关系下农业发展提供了基础解释框架。而在中国地

① 黄宗智:《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爱思想”网站,2014年9月15日,http://www.
aisixiang.com/data/763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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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农村产业发展案例,其丰富的内涵已经超越了上述三种研

究传统的理论范畴。从发展困境来看,西部地区农业发展面临基础薄弱、资金

不足、投入分散、效益低下、产销不畅等挑战(张绘,2022),存在农户缺乏内生动

力和发展不可持续(刘璇和秦婉聪,2023),以及西部地区农业产业的同构问题

(邱蓉,2021)。在这种政府资源注入农村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过度依赖外部资源输入容易导致集体经济陷入“创收有限”“可持续发展乏力”

的困境(黄六招和秦春阳,2024),不同类型和方式的“项目进村”的治理效果存

在巨大差异(秦振兴和王远,2025),“项目进村”实施中存在着行政能力弱化(曹
海林和周全,2023)、“项目下乡”导致治理过度行政化(李祖佩,2023)以及引发

产业同质化、资金碎片化与村干部“角色 能力”错位三重风险(刘梦玲,2025)。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现有成果从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从产业筛选来看,

面对西部地区农业产业的同构问题,应从宏观层面制定和发布指导性的农业产

业规划(邱蓉,2021)。从产业链建设角度来看,有研究指出了政府进一步支持

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的现实依据(李夏欣和宋文豪,2026)。具体来看,可以通过

市场嵌入式外向突围机制重构产业价值链地位(寿金杰和陈文烈,2026),不断

提升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为其改善外部环境和创造支撑条件(张林等,

2020)。从产业发展动力来看,村庄产业发展能力提升应以村庄内生动力激活

和内部资源整合为起点,通过外部力量的支持和引导,进一步激发培育村庄的

产业发展能力(周佩萱,2024)。其中,项目是驱动农村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让
“项目进村”摆脱外部赋能难以转化为内生动力的困境(刘姗和吴理财,2025)。

此外,地方政府支持农业的行为应遵循一定逻辑,如产业发展生命周期演化的

逻辑(郭红东等,2024)。地方政府根据产业面临的发展瓶颈,采取差异化的嵌

入措施,在产业艰难起步期,可采取“制度嵌入”,在产业适应调整期,可采取“资

本嵌入”(毛春梅和姚清,2025)。总之,上述研究肯定了农村就地发展产业的价

值,基本沿袭了库兹涅茨 黄宗智传统。同时也指出西部农村产业发展面临的

外部依赖、治理风险与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并提出了宏观治理的改进方向。

(五)
 

分析框架的提出

综上,经典理论的三种传统存在着这样的前提假设:城市具备带动农村经

济发展的能力;农村自身资本生成能力不足,必须依托城市资本补给;农村经济

可以靠城乡市场自发循环开启,不一定需要国家力量。用中国西部农村产业发

展实践去反思、修正这三个研究传统自带的前提假设,是十分必要的。国内关

于农村产业发展的研究,未深入揭示外生引导赋能向内生动力转化的具体耦合

机制,对政府、企业、农户三方协同运行的结构化分析,以及对适配西部地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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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产业的本土化协同发展模式的提炼都相对薄弱,尤其是在“项目进村”背景

下,产业项目形成的资产产权(特别是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应如何配置,又
该通过怎样的权利与组织安排来促进农村产业的良性发展,针对这些问题的新

的理论解释仍有待完善。

在与上述三个研究传统的理论对话中,本文发现了红川村这样一个中国西

部地区行政村发展中与经典理论暗含前提假设不同的反常现象:红川村的经济

增长实践展示了中国西部地区的一种增长路径,当地政府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筛选产业)、财政投资兴建产业基础设施、给予产业补贴及保险;招商引进企业

承担产业投资,企业有序组织村民种植并实现农产品市场异地匹配;行政村层

面,通过流转土地、组织动员村民就地务工,并实现本村产业项目权能的科学

分置。

基于此,本文在前述研究传统的基础上构建“政企农协同模式”这一分析框

架,将“产业筛选培育”“项目进村”“招商引资”串联为连贯过程,并引入“权能分

置”这一分析概念。权能分置是“政企农协同模式”的微观运行机制,旨在通过

清晰界定各主体的权责利,破解协同过程中的委托代理难题,为激活村庄内生

发展能力、提升产业发展效能提供产权制度保障。这一框架突破了既有理论中

内生发展与外生引导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提出西部地区农村产业发展的关键

在于构建“外生制度引导—产业项目赋能—内生主体激活”的政企农协同耦合

机制,为化解农村产业发展中内生动力不足与外生干预过度的双重困境提供了

本土化解释。

三、
 

产业发展历程及发展成效

在移民开发前,红寺堡境内土地撂荒,沙漠化程度严重,植被十分脆弱,有
向周边地区扩散的趋势。红寺堡开发区认真分析区情,审视资源禀赋,综合考

虑节水、投入、效益等因素,调整产业结构,主要压缩玉米、小麦等传统作物种植

面积,大力推行特色优势产业种植模式。玉米作为高耗水作物,被列入产业结

构调整的行列。2004—2005年,红寺堡区制定了节水农业总思路,倡导以节水

增效为中心,实现发展节水农业与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相结合,与农业综合开发

相结合,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相结合。红寺堡区在提升灌溉面积的同时,增加

节水灌溉面积(薛正昌,2019)。
 

红川村现有土地12943亩,全部为高效节水灌溉

土地。引进企业进行规模化种植和运营,土地流转给7个经营主体,主要种植

萝卜、小番茄、枸杞等,经营主体对务工的村民进行技术指导,使当地村民足不

出村就可以获得务工收入。红川村通过引进企业流转土地,村民每年可获得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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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流转费390万元。通过“反租倒包”①等形式带动本村群众务工,每年收入达

1500多万元。这逐步将农业与发展经济协调起来,使红川村朝着农业产业化方

向迈进。

(一)
 

产业调整及发展历程

红川村作为水资源贫乏的地区,产业筛选经历了如下历程:“种植业—种植

业+养殖业—经济作物+养殖业+种植业”。这个筛选过程既有村民自主探索

的成分,又是政府根据当地资源禀赋和农民增收目标引导的结果。近年来,红
川村引进山东冲腾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后文简称“冲腾公

司”)、宁夏佳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发展高效特色种植产业,冲腾公

司在红川村自建并认定了1家帮扶车间。表1展示了2022—2025年红川村主

要产业情况。

表1 2022—2025年红川村主要产业情况

时间 种植面积 销售地区

2022年

种植萝卜5000余亩,年总产量2000吨左右;小番茄650亩

(包括日光温室53座、大拱棚118座、751平方米冷库和分拣

车间),年总产量1700余吨,产值3000余万元

河南、湖 北、山 东、江 苏

等地

2023年
种植萝卜6500亩、西瓜1320亩、枸杞2500亩、番茄1000亩,
新建日光温室40座、设施农业种植面积195亩、产量2216吨

河南、山 东、江 苏、湖 北

等地

2024年
复种萝卜3000亩,种植西瓜810亩、天花粉60亩、向日葵240
亩、辣椒700亩、小番茄1600亩

南方各大市场

2025年
种植萝卜1143亩、小番茄1020亩、玉米3197亩、枸杞1300
亩、小麦1850亩

河南、湖北、浙江、江苏、
山东等地

红川村产业发展始终遵循规划意识,主要体现在产业规模化、产业结构调整

和高附加值化(见图1)。新庄集乡三次派出马渠工作组,就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这

种规划意识。村庄规划服务本村发展大局,在产业层次、土地储备上有明确规划。

红寺堡区政府与保险公司协商制定农业种养业相关保险补偿政策,并扩大

保险范围,使农民无后顾之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种养业结构调整的风险,

也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在动员村民调整产业结构上,红寺堡区采取了调查

摸底、技术指导、引进企业、产业政策、保险补偿等措施,降低产业结构调整中的

困难和阻力。红寺堡区结合实际,出台了《红寺堡区2017年特色种植业及肉牛

产业扶持政策措施》,筹措资金1000余万元,加大对特色种植业的扶持力度:对

① “反租倒包”是指村委会将承包到户的土地集中到村集体,然后将土地的使用权承包给农业经营

大户的土地经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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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红川村产业发展演进图谱

新增枸杞、黄花菜、中药材、优质牧草(苜蓿)、经果林等产业,分三年按照3∶1∶
1的方式给予项目扶持,即新增每亩特色产业第一年给予300元,第二、第三年

分别给予100元财政补贴(见图2)。这项政策启动并深化了红寺堡区产业结构

调整的发展进程,有效促进了产业结构向多元化方向转型。

图2 2017年红寺堡区各产业结构调整(兑现资金项目)的户数及面积统计

数据来源:红寺堡区统计局。

2018年红寺堡区调查队走访了10个村、100户农户,对农村发展和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调研,开展调查摸底,编写结构调整方案,制定

产业政策。单纯依靠农户有限的经验和非专业知识,难以满足种植经济作物

(如设施农业)的技术要求,无法分散风险,这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推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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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及时化解产业结构调整中遇到的缺乏种植技术和经验的问题,对调整后的产

业做好技术培训,红寺堡区安排技术员轮流进村入户下地指导种植。红川村开

展枸杞修剪、苹果修剪等培训,有效提升农民实用技能。

2018年新庄集乡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为重点,积极引导发展高效节水农

业,这一产业结构调整原则贯穿始终。2019年在红川村种植萝卜7000亩、枸

杞4366亩(吴忠市红寺堡区史志编纂领导小组,2020),培育马渠萝卜种植示

范村。

2020年2月发布《红寺堡区2020年种植业结构优化调整实施方案》,继续调

整优化种植结构,逐步形成了以酿酒葡萄、黄花菜、枸杞为主的效益较高的“3+X”

区域主导产业。在以往基础上继续调减籽粒玉米种植面积6万亩,调减后用于

种植优质牧草(青贮、苜蓿、苏丹草等)5万亩,特色作物1万亩。其中,新庄集乡

种植优质牧草1.5万亩,特色作物0.1万亩。有了产业结构调整及成果,还需

要解决如何提高农产品加工能力、延伸产业链条、创建品牌、开拓销售渠道等方

面的问题。红川村招商引进的设施农业企业,通过订单收购,建设农产品加工

厂、储藏冷库、烘干设备,延伸了农产品产业链条,增加了附加值。这构成了红

川村产业在链条上的融合。

红川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思路是以发展高效节水农业为主,在保存原有

产业留床面积的基础上压减玉米种植面积。此外,新庄集乡政府还与新疆兵团

勘察设计院(提供农业规划咨询,如土地利用规划、农业资源与环境、农产品加

工与储藏等)对接,协商研判适合当地的产业,在马渠移民安置区种植萝卜和枸

杞。新庄集乡对各个行政村进行产业定位,以实现各村之间的差异化竞争,在“一

村一品”的基础上做大产业片区,如马渠枸杞、小番茄产业片区、萝卜种植示范基

地,提升农业产业附加值。2015年至今,红川村积极落实种植业结构调整政策。

有研究指出,如果认为中国的农村小市场贸易是“余缺调剂”,具有补充自

然经济的性质,那么这种观点忽略了产地市场的重要性,这些产地市场汇集起

来就产生了巨大的交易量。而长距离贸易也是基于产地市场产生的。帕金斯

(1984,p.158)估计,19世纪末中国农村产品进入长距离贸易的商品占总产量的

7%~8%。该研究虽然针对传统的中国农业,但其关于产地市场与长距离贸易

关系的分析,对理解当前农产品跨区域流通仍具有借鉴意义。县里农产品贸易

可以区分为长距离贸易和短距离贸易。这两个概念是相对的,如果只按照农产

品运出县境就算长距离贸易,这对分析红川村农村经济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红

川村的农产品的销售地原来主要是本地市场,养殖的牛羊和种植的小麦等,到
现在发展设施农业种植小番茄、萝卜和枸杞,可以长距离运输到南方市场。这

种转变降低了红川村对本地中心城市银川和吴忠市的依赖,弥补了中心城市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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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效应低的不足。

红寺堡区政府通过引进企业,尤其是现代农业生产企业和农业科技综合服

务企业,探索新型经营模式,利用市场机制充分整合资源,让当地农民在企业经

营的项目上务工。红川村的产业发展得益于种植范围的扩大和种植结构的

调整,更得益 于 引 进 的 企 业 主 体 开 辟 新 的 市 场。关 于 市 场 范 围,巴 泽 尔

(2006)在《国家理论:
 

经济权利、法律权利与国家范围》中曾进行过专门的讨

论。市场范围的缩小会降低分工的深度。反之,市场范围的扩大促进了分

工。红川村引导村民在主导产业链上就地务工,并加强与南方省份的区域联

动,企业则负责向更广阔的市场拓展,从而实现了城乡融合下的产业发展(见
图3)。

图3 红川村主要农产品销售的市场范围

来源:作者自制。

红川村的农产品为发达地区市场供应作出了贡献。农产品的销路和渠道

有了保障,农村经济增长驱动力就有了保障。由此,红川村获得了相对优势。

产业发展带动劳动力就业,村民收入获得大幅度增长,村集体收入也实现了快

速增长。这种相对优势的激发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结果:政府投资产业项

目减轻了行政村及村民投资负担,政府招商的优质企业负责将本地优质农产品

以较高价格销往南方市场,既可以让务工村民获得收入,还能坚定企业在当地

投资的意愿。

得益于红寺堡区政府规划和引导,红川村发挥丰富的生态资源(土壤、空
气)优势,种植长美大根白萝卜。该品种生长周期短、产量高,投资成本低,适宜

在透气性及排水性能较好的沙壤土中种植。在销售方面,红川村通过跨区域对

接发达地区巨大的消费市场,将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如萝卜主要销往河南、湖
北、浙江等地,小番茄则销往山东、江苏、四川、福建等地。红川村的小番茄不容

易发生病虫害,果实色泽好、果汁浓郁,维生素含量高。两种产业都是政府因地

制宜发挥当地气候资源优势的结果。红川村整合本地生产、本地加工、产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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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等多种业态,推动了一二三产业在空间上的聚合,形成功能互补的空间融合

格局。红川村作为城乡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而引起生产空间变化的案例,走
出了一条城乡间产品市场异地匹配的路径。

总之,自红川村建制以来,设施农业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培育了新型经

营主体和种植大户,特色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当地农业生产方式顺

利实现“雨养农业—灌溉农业—现代农业”两次根本性转变。

(二)
 

产业基础设施与农业项目

在探讨红川村经济发展的时候,需要审视两个概念———“共性落后(无差别

落后)”和“惯性落后”(叶嘉国,2020),并探究之前经济落后的原因。“惯性落

后”地区将滞后型发展归因于地理、区位、产业基础薄弱,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短板较多等因素。不过中国不少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往

往是同步发展的,如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互为条件、互为因果。这表明了

改造农村产业基础的必要性。然而,若将红川村搬迁之初的发展滞后归结于上

述因素,还无法揭示深层次的原因。
舒尔茨(2006)提出把传统农业改造成高生产率的经济部门的关键在于对

农民投资。红川村对农民的投资不仅仅是教育和在职培训,还有广阔土地上的

产业基础设施投资,实现产业项目与农业融合发展。红川村距福银高速入口处

的大河收费站40千米。通往红川村的道路以沥青路为主,村内道路以水泥路

为主。从2014年以来,红川村先后实施了多个产业项目,项目建设情况的主要

特征为:政府投资项目+企业招商项目(见表2)。地方政府通过筛选产业(选择

和培育)、提供正外部性补偿(兴建项目、投资基础设施),为农村产业发展、收入

增长和经济增长奠定基础。

表2 红川村历年项目建设情况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新庄集乡红川村养殖园区改造项目 2021年建设牛舍4座及基础配套设施

新庄集乡红川村肉牛养殖基础设施以工代

赈项目

2022年新建育肥牛舍5栋,配套建设双侧运动场、运动

场围栏

新庄集乡红川村设施温棚以工代赈项目
2022年新建 温 室 大 棚 共28座(每 座 大 棚 长120×
18m),碎石铺设道路等

 

新庄集乡红川村现代设施农业示范园附属

冷库建设项目
新建冷库、穿堂,建筑面积共计751平方米及其他工程

红寺堡区新庄集乡马渠生态移民安置区枸

杞烘干房项目(三期)
成品防护棚4座、生产设备、柜式移动式污水处理设

备、清洗车间200平方米

  数据来源:红川村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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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庄集乡实施的项目与主导产业的关系紧密,如项目谋划和实施考虑的因

素主要是壮大红川村的主导产业。新庄集乡充分利用中央以工代赈资金①,先
后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提升改造等方面精准谋划实施项目,实现了改善民生

福祉、调整产业结构、增加群众收入等多重目标。红川村也申请了中央以工代

赈资金和自治区统筹资金,现建成设施温棚109座,全部承包给招商来的企业,
三年一签约,每座大棚年租金收益稳定在1.6万余元,主要品种有小番茄、辣椒

等经济作物。另有小拱棚245座,农户在企业的指导下租赁种植,充分发挥产

业联农带农作用,带动群众就近务工。
红川村肉牛养殖基础设施、设施温棚以工代赈产业项目等,破解农村内生

资本形成能力不足的现实困境,改善了产业面临的“小、弱”局面,为产业规模化

发展奠定基础。项目对产业的发展是一种赋能,是减轻农民和村集体经济组织

投资负担的重要举措。项目还延伸了当地的产业链,是对当地主导产业进一步

规范化发展的积极回应。

(三)
 

扶贫车间与产业

“扶贫车间”也被称作“卫星工厂”,是指以扶贫为目的,设立在乡镇、村的加

工车间。其宗旨是带动脱贫和解决农户尤其是贫困户就近就业问题。2020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吴忠市考察时指出:“兴办扶贫车间目的是扶贫,要坚

持扶贫性质,向困难群众倾斜,多招收困难群众就业。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虽
然收入不比进城务工高,但省去了住宿、伙食、交通等费用,还能照顾家庭,一举

多得。企业参与兴办扶贫车间,体现了先富带后富,很有意义。”②现在扶贫车间

被称为帮扶车间。国内关于扶贫车间的研究,代表性观点主要体现在:一是政

府动员论,即基层政府积极动员工商企业依托贫困地区资源优势打造特色农业

产业,扶贫车间作为生产加工场所,实现就地工业化(刘岩和任大鹏,2023)。二

是车间政策性论,因政策驱动而出现的扶贫车间,与追求市场和劳动力的市场

企业不同,“扶贫车间”是追求社会公益的社会企业,它所提供的生产空间构成

保护弱势劳动者权益的有力屏障,其面临的最大隐忧是可持续问题(李超海,

2021)。不过上述研究没有揭示这样一个问题:有些农村也有扶贫车间,却没能

带来产业可持续发展;在频繁的农村产业结构变动或调整中,应该把握什么原

则,才能让扶贫车间助力农村经济发展?
红寺堡区已建成、认定就业扶贫车间共14家,其中政府资产投资建设11

①

②

肉牛养殖基础设施以工代赈项目和设施温棚以工代赈项目分别发放劳务报酬158.0万元、

125.6万元,分别带动务工群众91人、82人。
人民网:《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强调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
 

继续建设经济繁荣民

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2020年6月11日,https://jhsjk.people.cn/article/3174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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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业自建并认定3家。车间经营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利用当

地土地资源发展设施农业,二是从事加工业,三是为产业提供附属或配套设施①。

第一种模式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面向国内市场,最大化开发利用所在地的自然

资源,产品具有绿色环保的属性,能取得较好的市场价值,对村集体经济和农村

产业发展贡献大,带动的劳动力数量多,村民务工收入高。第二种模式生产出

来的产品也面向国内,少数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具有农村工业化的特征。

这种从事加工业的车间因外部市场环境起伏波动,经营效益不如第一类车间稳

定,且带动劳动力的数量较少。第三种模式下车间的运营建立在产业发展的基

础上。在众多的帮扶车间和同质化的发展思路下,红川村的车间、产业与项目

对村集体经济和产业的带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连续三年村集体经济

收入超过50万元,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更是达到了210万元,实现了村集体

收入与村民务工收入同时增加、产业稳定发展三者兼得的目标。

2017年红川村开始建设扶贫车间,扶贫车间均为政府投资、村集体所有、企
业租赁运营。政府通过招商引资选择适合当地资源禀赋、劳动力素质和结构的

企业。新庄集乡通过招商引资引进福建在宁企业宁夏鑫富美包装有限公司,在
红川村开办第一家扶贫车间,主要从事冷链包装产品加工项目,加工装小番茄

的塑料框。这表明,租赁帮扶车间的企业在产业链上延链,从“种植—粗加工”

到“种植—精深加工—品牌销售”,实现了产业上下游的配套,村民务工收入本

地留存率高。这是红川村帮扶车间与其他行政村帮扶车间的不同之处。

(四)
 

村集体与劳动力的收入

2014年左右,红川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进城务工经商,不仅造成农村经济

开发不足,也使当地产业既没有特色又难以富民。可以说,当时红川村未能将

当地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有效转化为经济发展资源,尤其是人口持续外流,

依靠村里留守村民发展经济,是红川村发展滞后的深层原因之一。

尽管当地政府在培训农民,使他们具备一定的手艺或技术,但是毕竟成为

熟练工周期较长。那些具备一定手工艺(或技术工种)的农民工是稀缺的劳动

力,在村庄占比较低,且多选择外出就业,而其余中年劳动力滞留在农村。

对红川村劳动力务工地点采用NVivo
 

15词云分析,关键词字体越大,代表

出现频率越高,对应的人数就越多。如图4中“吴忠”“银川”相关地点字体最

大,意味着在两地务工的劳动力最多,去外省务工的劳动力也较多。然而,随着

红川村设施农业的蓬勃发展,传统劳动力外流趋势发生明显转变,表3展示了

① 如红塔村车间生产编织袋,田原村生产户外装备用品,玉池村建设附属用房和配套设施,团结村

加工外贸服饰,弘德村车间加工纸箱、纸盒、礼品盒,同原村加工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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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红川村劳动力务工地区词云分析

数据来源:红川村村委会。

注:本文所用务工地区原始文本的地名层级存在差异,距离调研地近的地区统计信息相对详细。为完整、

直观地呈现原始调研信息,对此予以保留。词云图仅用于直观展示高频务工地区,不用于精确数量对比。

表3 红川村2022—2025年产业务工收入及人数

时间 务工人次及务工收入

2022年
提供稳定就业岗位超150个,带动季节性务工超500人,户均年收入超过1万元,务工收入

超800万元,每年给红川村集体分红超80万元

2023年
萝卜务工收入超1300万元,西瓜务工收入超3000万元,枸杞务工收入超5000万元。提供

稳定就业岗位超200个,带动季节性务工超600人
 

2024年 种植萝卜累计发放劳务费超1020万元,小番茄发放1000万余元

2025年
全年带动稳定务工200余人,高峰期季节性用工超3000人,务工收入2000余万元,人均增

收1万元以上

  数据来源:红川村村委会。

红川村本地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以及所获得的务工收入。

“我们要做到的工业化,不但要建设工业化的城市,同时也要建设工业化的

农村”(张培刚,2013,pp.13-14,230-233)。张培刚的“工业化”概念包括农业的

现代化和农村的工业化。红川村要实现完全工业化还不现实。红川村在发展

设施农业的同时,对农业的部分环节进行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在小番茄种植基

地,红川村利用政府财政资金投资建设3条生产线及多间冷藏库,采用了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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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加工方式,如分拣、包装等,提高了产品附加值。分拣车间里,村民们从事

清洗、分拣、称重、包装、预冷并通过冷藏车运输,发往全国各地市场。每一个环

节或程序,村民都深度参与,逐渐变成熟练工。

萝卜和小番茄两个产业主要吸纳了红川村40~60岁的劳动力。每年4—6
月这段时间属于小番茄生长期,每天大约有150~200人在基地务工。这些村

民提供间歇性的劳动供给,同时兼顾家庭(接送小学生、照顾生病的老人等),具
有灵活就业的特征。从2018—2025年的数据来看,这种灵活就业的村民人数

逐渐增多(见图5)。设施农业发展壮大后,成为吸引村民灵活就业的重要产业,
红川村村民在家门口变成了“产业工人”。

图5 红川村2018—2025年务工人数

数据来源:红川村村委会。

红川村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仅仅依靠和红寺堡区的城乡融合,还通过红寺堡

区的规划引导,让其他企业的资金、人才、生产方式、市场网络持续向红川村转

移扩散,促进红川村全面进步,城乡呈现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有研究对企业、消费者、公共行为体以及各类集体影响市场形成和变革所

做出的努力进行了研究(Nenonen
 

and
 

Storbacka,
 

2021)。红川村农产品销往

南方市场、本村劳动力实现本地就业的现象,不是由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市场自

发成长带来的,而是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的结果。政府与企业通过“政府投资

部分基础设施+产业招商+劳动力吸纳”形式实现村民收入增长,破解红川村

基础设施短板,降低交易成本,为小番茄等农产品从地头到全国市场的全链条

形成提供关键公共支撑。尽管红川村有土壤等自然优势,但若仅仅依靠当地村

民,无力承担高昂的设施农业投资成本,很难跳出“低收入—低储蓄—低资本形

成—低生产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当地村民不擅长农产品经营(包括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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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品牌运营、产品营销、市场拓展)。这也间接表明,若当地村民主导一个完

整的产业链(从种植到最终的销售),则无法避免潜在的风险或可能的失败。此

时,家庭的理性选择不是从事生产而是就地务工。
阿马蒂亚·森(2013)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提到,“进入劳动市场的自由,

其自身就是对发展的显著贡献”。在自由进入劳动市场方面,中国工业化和城

镇化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贡献巨大,而这种增长为青壮年劳动力务工带来了机

会。红川村也有在宁 夏 银 川、吴 忠 市 务 工 的 村 民。不 同 于“涓 滴 经 济 学”
(trickle-down

 

economics)所认为的经济增长自然而然带来收入增长,使社会总

财富增加,让经济增长能够有效惠及低收入人口(尤其是中老年人口、轻度残疾

人口、留守在家的妇女等),城市经济增长对这部分群体的溢出效应较低,即经

济整体增长的分享性和收入分配结构的自身调整十分有限。红川村的发展路

径为这部分群体带来了“进入劳动市场的自由”,大量劳动力留在本村从事设施

农业方面的工作。

综上,红川村通过四种利益联结机制实现村民收入增长的目标(见图6)。

图6 红川村2015—202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数据来源:红川村村委会。
 

一是通过政府项目建设提高村民收入。以工代赈项目实施时,要求将20%~
30%的项目资金用于发放本村低收入人口的劳务报酬,这些低收入人口为政府

项目实施提供劳动力,获得报酬。2022年,以工代赈资金形成的资产折股量化

入股红川村龙头企业和合作社,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方

式,为村集体带来每年80万元的分红收益。此外,政府在红川村投资建设的项目

优先雇佣本村村民,并支付劳动报酬。这种利益联结机制可以概括为:“政府+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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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村民”。

二是社会商业机构为村民可能的损失提供保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

“经济脆弱性”的概念,该概念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承受未预料到的事件冲

击所造成损害的能力”(Guillaumont,2000)。红川村自2020年开展农业保险,

保险对象是枸杞、基础母牛、基础母羊、日光温室,为村民遭受意外损失时提供

补偿①。农业保险的出现正是降低红川村“经济脆弱性”的有力工具。

三是红川村以“反租倒包”形式给村民发放土地流转费。将土地流转给招

商引资来的农业企业,企业进行规模化种植,村民获得土地租金。这种土地流

转模式可以概括为“政府+行政村+企业+农户”。

四是村民在设施农业产业园务工获得收入。以前红川村村民自己种植粮

食和经济作物,村民作为分散的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存在困难,面临销路不畅、

农产品价格起伏波动等风险。乡政府招商引资的企业进行产业化运营,村民只

负责在企业的园区种植(除草、修剪、采摘、挑拣、分箱、包装、运输),获得务工收

入。这种务工具有时间灵活、周期较短、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等优势,有助于肉

牛养殖户兼业化就业。截至2025年12月,红川村村民的工资性收入为12320元,

占70%,经营性收入2358.4元,占13.4%,财产性收入387.2元,占2.2%,转

移性收入2534.4元,占14.4%。这一收入结构印证了产业发展带来了村民收

入增长。这种收入增长离不开企业进入农村后弥补农户对接大市场这一短板。

这种模式可以概括为“政府+行政村+企业+合作社+农户”。小番茄产业形

成“党支部+企业+村集体+劳务组织+农户”利益联结模式,市场机制在产业

发展中的作用得以体现,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和群众务工双增收。

红川村的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总体非农技能素养较低。以往的发展路径

下,当地农牧产品的外部市场竞争力十分有限。与部分地方依靠行政力量推动

农产品本地内部消费的保护模式不同,红川村实现区域联动,将红川村变成发

达省份的生产基地、产品基地,产业与市场实现异地匹配,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此时,红川村作为欠发达地区行政村,地方政府打破那种受行政区范围、交通条

件、地理条件等限制的经济困局,红川村的产业链得以延伸、外延扩展,空间范

围变大,从“区域内循环”变成“区域间循环”。

四、
 

产业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有研究对项目进村的“分级运作”机制进行讨论,在县 村关系、乡 村关系

① 红寺堡区《2020年“扶贫保”优势特色产业保险实施方案》(红开发〔2020〕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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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分析了项目运转的影响(张良,2023)。尽管指出了依靠技术治理存在对乡村

两级组织激励不足的问题,但是对项目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下的运作没有涉及。

有研究从理论上指出政府通过项目实现了对市场的引导并为市场主体提供政

策引导与服务(刘述良和吴少龙,2023)。然而,项目作为“分级运作”的一种治

理方式,其治理结构中权力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逐渐分散,政府、市场与社会

共同参与国家治理。项目作为政府推动红川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项目与产

业的良好结合及项目的有效运营,表明当地政府有效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成为红川村发展的最大特点。这是因为红川村在产业发展和项目经营中有

效界定了政府与市场在内外部环境中的角色和任务,对不同环境中委托代理存

在的风险有清醒的认识。

图7 红川村经济实践中所形成的内外部环境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
 

内外部环境下的产业项目权能配置

图7展示了红川村及乡政府围绕产业形成的互动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红川

村经济实践中的内部环境(内部协调)和外部环境(外部协调)。其中,内部环境主

要指的是,乡政府可以对产业项目委托给哪个主体或组织,具有干预或授权的权

力,乡政府为了实施项目、委托他人经营项目,需要履行一定的内部协调职能,而

村集体也可以决定将项目授权或委托给谁。鉴于内部环境中产业项目经营者的

专业素养不足、发展经济能力较弱,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村产业发展所需的市场

思维、风险控制机制、激励机制等,使村干部或村民经营本村产业项目时,要面

对标准化生产种植、加工销售、品牌建设、独立开拓市场的巨大挑战。如果项目

的运营仅仅局限于内部环境,则风险不可控,且风险易转嫁给村集体或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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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中,虚线以下是外部环境。乡政府和村集体通过招商和出租等形式将

产业项目的经营权委托给有实力、有经验的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在从事产业经

营过程中风险不能再转嫁给村集体,市场主体需要履行外部协调职能。“政府

放权”为“市场成长”提供了可能。红川村选择的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农业经济主

体,这构成了红川村产业发展最显著的特征。红川村的发展模式也说明,对于

一个行政村来说,善于把握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下的“社会时间”很有必要,如准

确的产业选择、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自然时间的流逝不一定能带来这些行政

村的产业繁荣①。这些市场主体有着成熟的市场渠道,所以开拓或适应市场能

力强。这种环境中市场主体向村集体缴纳租金,盘活村集体项目,实现产业可

持续发展,带动村民就业,实现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多重目标。产业发展若处在

外部环境中,说明政府与市场的分工较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多依靠市场主

体的经营。

村集体委托给村干部或村民,村集体委托给其他市场主体,这两种代理方

的代理成本不同,经营风险不同。红川村的设施农业大棚、帮扶车间、冷库均由

招商的企业租赁经营,企业向村集体支付租金,村集体又将这些费用作为分红

发放给村民。图7中的箭头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收入流方向:村民等承包产业

项目获得经营收入,村民在产业项目建设中务工获得工资收入(以工代赈项

目),村民在企业主体经营中获得务工收入。相比之下,第三种收入来源相对稳

定。图7区分出内外部环境,其根本原因在于村集体经济项目权能配置决定了

其产业项目的经营效果,经营权、收益权和控制权灵活务实的权利安排,使得村集

体经济的经营风险大幅降低,决定了产业发展进程中利益联结机制的稳定与否。

(二)
 

政企农协同模式与经典理论的假设

前述内容总结了三个研究传统所包含的三个前提假设。而中国西部地区

红川村的农村产业发展实践,对这三个前提假设提出了以下三方面的反思。

反思一:西部地区村庄依托本地区中心城市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可能只是美

好愿望。

红川村远离本地区的中心城市,如银川和吴忠市,省域或区域经济中心对

红川村的辐射效应较弱。村民在市场中生存能力尚有限。得益于政府的大力

扶持和统筹协调,企业的引进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外部助推力,将外部资源下

沉到村,与本地农业资源结合,既是红川村发展路径的最显著特征,也是红川村

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强大动力,走“农业产业融合化”而非“非农化”的道路。

① 关于社会时间和自然时间的区分,可参见杨虎涛(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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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二:西部地区农村资本市场的狭小与融资渠道的单一。

在西部欠发达地区,不仅当地自有资本稀缺,而且融资渠道狭窄,难以完成

规模的资本区域汇聚与投入。所生产的农牧产品销售市场狭小且扩张困难,市

场空间主要集中在本地区,竞争的结果是红川村的产品退守本地市场。一些地

区单纯先投资再进行产业规划,则产业发展难免陷入被动。尤其是一些行政村

盲目上产业项目,不等于有经济发展;有产业项目不等于有良好运营,尤其是那

些政府投资的产业项目,与农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匹配、助力关系更是

如此。这种惯性思维既是误区,也是发展的障碍。通过政府规划、咨询和论证,

确定要发展的产业,再给予基础设施方面的配套,使得招商引资的企业能减轻

投资负担,此时政府投资就有了积极效果。这表明,在政企农协同模式中,政府

与企业是破解融资困境的关键力量。

反思三:离开政府的力量开启农村经济增长,在西部地区不可行。

尽管西部地区的农村具有一定的自然禀赋优势,但是将优势转化为经济增

长的动力还有很多挑战。红川村的案例揭示了政府在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

中的介入方式、组织方式、协调方式,没有政府力量,单纯依靠村委会、合作社或

者企业,这种发展格局是难以轻易实现的。红川村案例给出了西部地区新时期

城乡融合发展的一种探索,回答了在人均有限的土地资源基础上,如何通过制

度化的政企农三方协同,政府提供政策、资金支持,更承担着规划、协调的角色,

培育壮大产业,为企业和农户的参与创造稳定的制度环境,同时通过产业项目

的权能配置,避免了政府直接干预经营产业的弊端。

五、
 

研究结论

埃米莉·查姆丽在《非洲本地的制度和经济发展》一文中发问:“是什么因

素在阻碍当地制度促进经济更快地发展?”(Chamlee,1993)同样地,与红川村情

况类似的、有产业项目的行政村,上级政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为何有些村产业

和项目匹配结合不好,没有带来当地经济更快发展? 仅看地理位置、政策、村资

源禀赋,各村相同点多于不同点,它们的差异只有在市场运行中才显现出来。

换句话说,只有通过市场活动才能获得资源和产业的真实价值。仅仅要求政府

重视项目、重视产业发展,还无法体现乡村产业的市场价值。

(一)
 

政企农协同模式的引出

红川村的发展模式是否对前述理论对话的研究有所超越,需要从实践和理

论方面进行回答。从实践来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当地农村经济增长有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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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影响。当前我国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更多还是依靠政府介入,上项目、筛
选产业、城乡规划、招商引资等。当前红川村正处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历史阶段,

当地政府从发展战略、政策引导和产业项目实施等多方面缩小城乡差距,对农

村产业进行振兴。正如有研究指出,乡镇政府集中资金和资源打造个别村庄成

为普遍现象(梁琦,2023)。这些项目进入农村,带有“经营村庄”的要求与使命,

在多元激励下,乡镇政府借助项目进村的形势要求,集中体制内资源打造村庄

(李祖佩和钟涨宝,2020)。这些研究成果对于项目进村后的价值再造过程缺少

关注,尤其是缺乏村集体项目与产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缺乏对新时期城乡

二元关系的处理对于农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的研究。可见,产业项目在乡

村价值再造过程中是有挑战和难度的。本文通过案例研究,展现了地方政府如

何对红川村进行整体规划开发和价值再造,如何通过产业项目的权能配置,使
得村集体收入和村民收入实现双增长。

从理论意义来看,经济学很清楚在资源配置中,市场协调往往比政府控制

更具效率优势。但在第三世界国家,却很少看到与此相一致的政策结论

(Chamlee,1993)。反观红川村的实践,走出了“第三条道路”:红川村充分发挥

“政府协调+市场协调”搭配的作用,其中,政府协调体现在土地流转、土地征

用、项目建设等方面,市场协调体现在产业选择、项目运营、市场经营、用工吸纳

等方面。实施后的产业项目产权归村集体所有,村集体享有经营权、收益权和

处置权。一般来说,项目的收益权和处置权归村集体所有,而经营权有时候归

承包的市场主体,或者行政村的村干部。红川村的案例的启示在于,政府与市

场各自发挥了自身的优势,上述搭配不是策略性的,而是原则性的,其根本目的

在于务实解决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印证了如下观点:“国家不是在市场

外部,而是在其内部发挥作用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事实上有两个

经济调节者,两种经济协调方式或者两种资源配置机制,它们相互结合,但也相

互区别。”(孟捷,2023)

至此,本文总结出红川村政企农协同模式。该模式是指发端于21世纪初

西部地区农产品品牌影响力弱、产业基础薄弱、农民收入增长乏力之时,并在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历史时期,通过“政府规划+产业

项目+帮扶车间+招商企业运营”的有效组合,以及城乡融合、产业链融合、农
业产业融合发展等项目的实施,所形成的一种就地发展农村产业、就地解决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方式。红川村是政府引导发展农村经济的典型案例。该

村的发展依靠产业项目带动,项目在政企农协同中的作用体现为提供协同支

撑、搭建协同纽带。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再是城市单向地对农村资源输入,也不

是农村向城市的要素流入,而是农村产业化、车间化、融合化,即将农村变成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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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产加工之地、一二三产业融合之地。这种模式下,招商引进的企业充分

挖掘当地的人力优势(工人成本相对低)、资源优势(产业资源优势),企业引导

和帮助合作社建设农特产品标准化生产体系、质量追溯体系、营销体系,而这些

体系的建设是原先的农民联合体所难以完成的。政企农协同模式中,政府干预

农村经济的正当性在于为了村集体利益和集体目标,尤其是为了低收入群体,

以此促进共同富裕。有效的政府干预要给“市场成长”留足空间,给“政府放权”
创造可能,并借由外部资源激活村庄内生的发展动力。红川村政企农协同模式

清晰呈现出:有为政府负责产业筛选、培育与配套支撑,有效市场承接规模化生

产经营并拓宽外销渠道;农户与村集体依托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要素嵌入政企

两端,实现政府公共保障职能与市场资源配置作用的有机融合,构建起乡村产

业共建、共管、共享的长效发展机制。和宁夏其他地区农村不一样的是,红川村

具有的优势(气候优势、土地资源优势、人力优势)被政府识别、开发和转化,这
个过程伴随着政府的产业规划和产业结构调整,最大程度提高村民收入,进而

形成红川村的相对优势:比较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招商来的企业有能力发展

设施农业、企业带来的可靠的农产品销售渠道。红川村培育的农产品不仅畅

销,还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二)
 

红川村模式的理论意义

红川村案例作为中国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本身体现了政府

在农村经济运行上的机制和特征,政府介入、组织化的形式推动、筛选企业深度

参与农村产业发展等,这对以往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与市场

关系、城乡关系理论有创新和推进之处。
相比刘易斯 托达罗传统、芒福德 塞西莉亚传统、库兹涅茨 黄宗智传统的

经典理论,红川村政企农协同模式的理论意义表现在:提供了一种在农村就地

开发,就地发展,就地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发展路径,政府规划和协调发挥了广泛

而重要的作用,并依靠产业项目,有针对性地招商引资,在政府政策设计下,企
业与村民产生了利益联结机制。正确的规划、产业政策与发挥市场竞争作用同

样重要①,这既是西部地区农村发展的特色之路,也是我国制度优势的体现。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客体,在国民经济框架下探讨农业和农

村经济发展问题(魏后凯,2023),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农民收入低、产业发展层

次低、农民就业困难等问题(简新华,2011)。红川村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如何

依靠政府规划、项目和企业市场经营实现农村经济的多元融合发展,进而在西

① 类似的观点在张国宝(2023,p.448)的《光辉历程:中国发展改革40年亲历与思考》一书中有相

应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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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地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红川村的发展展示了基层政府管

理经营产业的方式、经营动力与经营效果,地方政府在一个复杂的系统里进行

“协调、平衡、引导”,使之呈现出“产业统筹型经营”的特征:政府动员相关组织、

财政资源和企业资源联合开展产业振兴,对农村的产业发展格局、发展动力和

发展思维进行了重塑,打破了以往行政命令式发展农村产业的误区,转向了多

元主体(政府、企业、村民)的协同“治理”。

(三)
 

政策设计启示

红川村的成功,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职能的正确履行。一方面,

通过精准的财政补偿机制降低企业投资风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另一方面,充

分发挥社会协调职能,将村民、企业、土地与市场高效统筹。这种能力的有效发

挥,成功将生产要素的劣势转化为区域经济竞争优势,为筛选培育特色产业、联

结村企利益、科学规划布局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红川村的研究场域,乡政府精准定位为“介入不包办、统筹不替代”,将项

目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让产业实现了规模化发展。政府在农村产业项目

整体经营行为中关联市场主体的经营思路,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整体规划和

企业运营产业的市场化战略结合起来,使红川村的农产品获得了市场形成能力

(market
 

formation
 

capacity),成为红川村关键的政策设计思路。项目的最终目

标是更好地利用当地资源进行生产,并在企业的努力下实现了产品异地“交
换”,即有相对明确的销售市场。此外,产业选择的“适配性”政策设计、产业发

展中马渠工作组的连续派遣、村民就业方面的利益联结政策设计,最终形成“政

府引导、企业运营、集体增效、农户增收”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为何红川村能获得比其他村经济增长更快的相对优

势? 红川村的项目对主导产业的匹配是成功的,是先有产业后有项目,而非先

有项目再有产业,从而避免了“水土不服”,即产业前端与政府沟通衔接好,确定

主导产业后进行项目的匹配。无论是产业结构调整还是村庄规划,都经过了调

研、咨询、论证。市场端的探索由企业负责,产业项目的经营权归企业所有,实
行定向式订单农业,销售端与生产端紧密衔接,使红川村的农产品获得了外部

市场的青睐。红川村发展取得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村民基于致富的勤劳和官

员基于道德的期望,更是制度设计和政策设计的结果。

总之,本文研究探索了中国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展示了发展中国家城

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新空间路径和多种融合情形下的农村经济发展,并为这种实

践路径的应用提出了限定条件和前提条件,明确了经验指向,为丰富对西部地

区农村经济发展的认识提供了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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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Hongchuan
 

Village
 

in
 

Hongsibu
 

District
 

of
 

Ningxia
 

as
 

the
 

research
 

cas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its
 

exploration
 

of
 

a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localized
 

development
 

path
 

with
 

western
 

characteristic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weak
 

industrial
 

foundations,
 

difficulties
 



168  政治经济学季刊 2026年第2期

in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and
 

underdeveloped
 

market
 

conditions.Relying
 

on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planning
 

and
 

guidance,
 

project-
driven

 

integration,
 

enterprise
 

operational
 

empowerment,
 

farmer
 

participation
 

and
 

benefit
 

sharing,
 

the
 

village
 

has
 

blazed
 

a
 

distinctive
 

development
 

path.The
 

study
 

find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have
 

played
 

a
 

pivotal
 

bridging
 

and
 

catalytic
 

role
 

i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By
 

accurately
 

identifying
 

local
 

resource
 

endowments,
 

scientifically
 

defining
 

and
 

fostering
 

leading
 

industries,
 

coordinating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s,
 

and
 

targeting
 

the
 

introduction
 

of
 

market
 

entities,
 

local
 

governments
 

have
 

established
 

an
 

institutionalized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featuring
 

clea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risk
 

sharing
 

and
 

benefit
 

sharing
 

among
 

the
 

government,
 

market
 

players
 

and
 

village
 

collectives.
 

This
 

has
 

realized
 

a
 

virtuous
 

cycle
 

of
 

village
 

collective
 

income
 

growth,
 

resident
 

employment
 

expansion
 

and
 

industrial
 

advancement.This
 

practice
 

has
 

not
 

only
 

formed
 

a
 

government-enterprise-farmer
 

collaborative
 

model
 

that
 

integrates
 

exogenous
 

guidance
 

and
 

endogenous
 

activation
 

but
 

also
 

facilitated
 

the
 

vertical
 

industrial
 

chain
 

integration
 

and
 

spatial
 

industrial
 

convergence
 

of
 

Hongchuan
 

Village.
 

The
 

model
 

also
 

embodies
 

the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
 

of
 

overall
 

planning-oriented
 

industrial
 

operation.
 

It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role
 

positioning,
 

market
 

embedding
 

and
 

rural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offers
 

reference
 

implications
 

for
 

similar
 

regions
 

to
 

adv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leveraging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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